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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抗战时期湖北国民党敌后战场述论 

洪小夏
1
 

（1.上海师范大学 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上海 200234； 

2.上海师范大学 哲学与法政学院，上海 200234） 

【摘 要】：七十余年来的湖北抗战史研究，重点在于湖北中共敌后战场及湖北国民党正面战场，而极少有人研

究湖北国民党敌后战场。实际上，国民党的湖北敌后战场，理论认识于南京失守之时，具体发轫于徐州会战期间第

五战区在皖北的敌后游击战，初步实践于武汉会战期间，周密部署于武汉失守前后，完整贯穿于武汉沦陷之后 7年

的湖北抗战全过程。这一战场曾地域广大，兵力雄厚，其主体部分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是湖北抗日战场中一个重

要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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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绪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余年来，学术界对湖北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已有丰硕成果。这些成果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前

三十余年，集中研究湖北的中共敌后战场，重点研究新四军第五师、鄂豫边根据地，并研究中共在湖北的其他敌后根据地和游

击区。二是后三十余年，增加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即湖北国民党正面战场，重点围绕发生在湖北的一些重大战役展开研究，

例如武汉会战、随枣会战、枣宜会战、鄂西会战等等。1 但对湖北国民党敌后战场的研究则极其薄弱。全国各地抗战史的研究现

状，都与湖北大同小异。本文填空补缺，专门研究湖北国民党敌后战场。希望能够抛砖引玉，为促进中国抗战史的研究向更为

全面、客观、科学、深入的方向发展而尽一份绵薄之力。 

湖北的国民党敌后战场，理论认识于南京失守之时，具体发轫于徐州会战期间第五战区在皖北的敌后游击战，初步实践于

武汉会战期间，周密部署于武汉失守前后，完整贯穿于武汉沦陷之后 7 年的湖北抗战全过程。本文除绪论之外的主体部分，根

据湖北国民党敌后战场发展的脉络，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追溯武汉会战之前国民党对敌后游击作战的认识、部署与初步实

践，上溯到七七事变之前；第二部分概述武汉会战期间国民党敌后游击战的部署与实践；第三部分阐述武汉失守前后国民党对

湖北敌后战场的部署；第四部分概述武汉沦陷后长达七年时间的湖北国民党敌后战场简况；第五部分为代结语，进行理论分析，

总结湖北国民党敌后战场的特点，评价其地位和作用，分析其与中共湖北敌后战场的关系。 

国民党敌后战场，分布于深远敌后和浅敌后两类区域。“深远敌后”即四面被敌人包围、完全被隔断与大后方联系的沦陷

区域，又称作“完全敌后”。“浅敌后”是离正面战场较近，两面或三面被敌包围，但与正面战场尚保留一定联络通道的敌后

区域，又称作“半敌后”；2 此外，在正面战场上，与中方战线相对的敌方一侧数十公里的纵深地带，也属于浅敌后的范畴。深

远敌后和浅敌后均随着战局的发展而产生并变化。例如，鄂豫皖三省交界的大别山地区，1938年 10月武汉、信阳沦陷后，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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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面被敌包围的“浅敌后”；1944 年豫中会战结束、平汉线被彻底切断、沿线城镇全部沦陷后，该地区就变成为四面被敌包围

的“深远敌后”了。 

国民党的敌后游击作战，在浅敌后，主要由正规军承担，由担任正面作战任务的守军编成各种临时性的突击队、便衣队、

搜索队、出击队，向当面之敌的后方主动进攻，称作“出击战”，其实质是由正规军在浅敌后执行的特殊游击战。其目的，一

是在正面作战时，出击敌后，或破坏其交通、通讯、后勤补给，以起辅助配合作用；二是在正面休战时，主动出击，消耗、迟

滞、牵制敌军的进攻，以掩护主力休整。总体是以攻为守的防御战术，属于战术游击战的范畴。在深远敌后，国民党经常预留

或派遣大量的正规军作为游击战的骨干，并领导和指挥各种非正规军的游击队，开展相对独立的敌后游击战争，属于战略游击

战的范畴。 

全面抗战前期领导湖北抗战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是坚定的主战派，对游击战术又非常重视，长期有计划地派遣和

指导大批正规军和游击队在敌后战场开展游击战。 

二、武汉会战之前国民党对敌后游击作战的认识、部署与实践 

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的 1934年 7月，蒋介石在庐山军官训练团演讲时，就预判将来日本准备好之后，一定会发动全面侵华

战争，而在未来的中国抗日战争中，“游击战术”将是中国抗战的五大重要战术之一。3后来成为湖北战场指挥者的桂系首脑李

宗仁，也很重视游击战。他早在 1936年 12月应上海《东方杂志》之约发表论文时就主张： 

中日战争一经爆发，日本利在速战，而中国则以持久战困之；日本利在主力战，而中国则以游击战扰之；日本利在攻占沿

海重要城市，而我则利用内陆及坚壁清野之方法苦之；交通、资源、经济等，长拖下去，日本必败。
[1](p19)

 

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华北、华东、中原等地的节节失守，抗日游击战被沦陷区的中国民众广泛实践，其作用也日益受到

中国军事将领和政治领袖们的重视。 

1937 年 12 月 13 日，即南京沦陷当天，军事委员会便在武汉拟制了新的《第三期作战计划》。4该期作战的方针为：“国军

以确保武汉为核心，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之目的，应以各战区为外廓，发动广大游击战，同时重新构成强韧阵地于湘东、

赣西、皖西、豫南各山地，配置新锐兵力，待敌深入，在新阵地与之决战。”指导要领为：“1.划定各战区范围，并选定根据

地，……东击西应，奇正并用，以收长期抗战之效。”“2.……组织训练民众，使连合军队，共同施行游击，以牵制、扰乱、

破坏敌之后方。前后呼应，敌攻我正面，则游击队由各方进击；如攻我游击队，则不与决战，使其前进迟滞。”
[2](p634-635)

 

此后不久，5军事委员会另拟了一份《对武汉附近作战之意见——统帅部指导方案》的文稿，预判日军完成目前作战、打通

津浦铁路之后，将有可能“侵袭郑州及武汉”，提出：“我应未雨绸缪，预为适切之筹划，……由湘赣之幕阜山脉至豫皖鄂境

内之大别山脉，尤以在大别山脉之东、北两正面应预为布置，盖该方面预想为将来之主战场也。”[3](p646,648)依笔者所见史料，该

方案初次赋予第五战区建立大别山根据地和第九战区建立湘鄂赣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后来的实践证明，该方案对日军作战方向

的预判非常准确，该部署因而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南京沦陷后，为了更好地保卫武汉，军委会调整第三、五战区的边界，压缩第三战区、扩大第五战区的作战地境。以长江

中下游为界，江南由第三战区负责，江北由第五战区负责，江北原第三战区的部队就地划归第五战区序列。[4](p4)12月 20日，军

委会进一步指示第五战区：应在鲁南沂蒙山区和豫皖边大别山区创建两个根据地，“于广大地域行游击战”。[4](p13) 

根据军委会 12 月 20 日的指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及时修改了战区第二号作战命令，于 12 月 24 日发布第五战区第

二号作战命令之修正计划，将第五战区地境划分为 4个作战分区：其中山东为第一分区，应“于泰安、鲁南间山地构成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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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本战区北战场挽回战局之枢轴”；苏北为第二分区，应在运河南段利用湖沼开展游击战；皖北为第三分区，应“于固始、

立煌、经扶间山地构成根据地，以为战区南战场挽回战局之枢轴”。……第一、二、三分区均应遵照军委会 12 月 20 日指示，

“与所在地政府及党部协力组织民众，发挥游击战，虽受敌压迫，亦不得退出分区境界”。
[4](p13-14)

 

1938 年 1 月中旬之初，蒋介石到开封前线对第五战区军官训话，阐述武汉会战的部署为：“国军以确保武汉核心为目的，

以一部固守武汉，以主力分别集结于鲁西、徐蚌与鄂东南及湘东北地区，与各线、区游击配合，期对深入腹地之敌，一举歼灭

之。”[4](p16)1 月 20 日，军委会要求各部队加强对官兵的游击战教育与训练：“为适应游击战法，对于今后之部队教育，应自士

兵起，以迄班、排、连、营各小部队单位，求其独立作战能力之增加，尤应注意研究散开、集合、警戒、侦察及简单之通信方

法。”1月底，军委会下达命令：“在敌尚未有行动期间，各战区务以各种积极手段，采取攻势游击，使敌穷于应付。”6 

为迎击日军对津浦铁路的大举进攻，李宗仁于 2 月 3 日发布第五战区第三号作战命令。将第五战区所辖部队划分为 5 个野

战兵团；同时，将该战区“按战区形势划分为四个游击区域”：第一游击区，包括淮安及其以南地区，负责“向津浦、陇海各

线及江海岸之敌游击”，并守备苏北沿海一线；第二游击区，以鲁南山地为根据地，负责“向津浦、胶济、陇海及鲁东南海岸

之敌游击”；第三游击区，“位置于鲁西地区，向津浦、陇海之敌游击”；第四游击区，位于皖北，负责截断津浦路南段，阻

止敌之增援。
7
很明显，李宗仁决心采用游击战术来迟滞日军沿津浦铁路南下的步伐。 

在徐州会战的进程中，桂系第 31 军在皖北沿津浦线的游击战确实运用得很有成效。5 月中旬在徐州会战第四阶段第五战区

部队大撤退之时，李宗仁将皖北沦陷区沿津浦铁路细分为 6个游击区，分别派遣正规军（包括新四军第四支队高敬亭部），在敌

后开展大规模游击战，组训民众，破坏交通，截击日军的补给，迟滞日军西进的步伐，掩护第五战区主力成功撤退。[5](p7-8)徐州

会战期间，第五战区在皖北开展的敌后游击战，为后来武汉会战期间更大规模的敌后游击战，提供了成功的实践经验。 

三、武汉会战期间湖北国民党敌后游击战的部署与实践 

武汉会战期间，军事委员会和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对在浅敌后开展游击战以及游击战术的广泛运用，均比较自觉和纯熟。 

1938 年 5 月 30日，军委会对第五、第一战区发布武汉会战作战指导，其中对第五战区游击战的部署为：苏北“第 24 集团

军以淮阴为根据地，向津浦路南段游击”；“第 46 军以沭阳为根据地，向陇海路东段及津浦路中段游击”。[5](p13)6 月 2 日，军

委会进一步对第一、三、五战区发布作战指导，其中对第五战区及军委直属部队的相关部署是：“第五战区逐次抵抗后，淮北

兵团集结商城附近，准备侧击向西南突进之敌。淮南兵团徐源泉部第二十六集团军集结六安、舒城、霍山、桐城，阻止西进之

敌。杨森部第 27集团军固守安庆、无为、庐江，妨害敌军登陆；不得已时，退守潜山、太湖、宿松，准备侧击沿江西进之敌；

无论状况如何变化，须保豫南根据地。但韩德勤之第八十九军、缪徵流之第五十七军，仍保苏北，向津浦南段游击。”军委会

直辖的“豫鄂边区总司令汤恩伯所部，在随、枣、襄、樊、南阳间地区集结，准备侧击沿平汉路南下之敌，协力武汉卫戍部作

战”；刘汝明部第 68军、罗奇第 95师，在鄂豫皖边敌后游击，“继续迟滞敌人”，尔后刘汝明部归第五战区序列。[5](p19-20)这样

的部署，高度重视正规军采用游击战术（例如韩德勤、缪徵流、刘汝明各军和汤恩伯、罗奇部均开展游击战）；即便是正面作战

的部队，也注重采用侧击等运动战的战术（例如对淮北兵团的指示）；对阵地防守的部队，也指示守不住时可后撤，保持侧击的

有利态势，亦可依托山地，机动转为游击作战（例如对杨森第 27集团军的指示）。 

第五战区 5 月 30 日制定的《武汉会战作战计划》中，关于游击战的部署，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苏北第 24 集团军、第

46军“应常向津浦南段或陇海东段地区之敌扰乱侧击，以牵制敌向西及西南进犯”。如“我主力反攻时，应向西扩大游击。……

并发动民众武力，配合向西反攻，以资声援”。如“被敌压迫时，应分散于洪泽、高邮、宝应及其以东港湾分歧之地域，以为

再起之根据”。二是正面防守部队应以攻为守，瓦解、至少延缓敌人的进攻，“以一部在前进阵地之前方，配合地方武力机动

挺进游击，极力迟滞敌人之前进”。三是如果最后守不住、战区正面主力西撤时，“应逐次留置小部队，配合地方武力担任游

击，以牵制敌之西进”。
[5](p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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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会战打响后，进攻武汉的日本华中派遣军，因 6 月黄河决堤造成淮河流域泛滥、陇海铁路中断的情况，被迫改变了原

定沿陇海铁路西进占领郑州、再沿平汉铁路南下攻取武汉的计划，改为溯长江西进，夹江南北并行，在海军舰艇及陆战队配合

下作战的新部署。中国相应调整作战部署，军委会将参战部队整编为 4 个兵团，第一、二兵团在江南，由第九战区（初为武汉

卫戍区，6月又成立第九战区，武汉卫戍司令陈诚兼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指挥；第三、四兵团在江北，由第五战区指挥。 

进攻江南的日军，于 1938年 7月 25日攻占九江之后，兵分三路，分向南、西方向进攻德安、庐山和瑞昌。军事委员会于 7

月 26 日电令第九战区第一兵团司令薛岳，转令第 25 军组织游击队，牵制进攻庐山的一路敌军。薛岳命第 25 军执行。第 25 军

（军长王敬久）命第 52师和第 190师，先后组织游击连、游击营和游击团，并指挥庐山区游击总指挥胡家位和江西省游击副总

指挥杨遇春所辖保安队两个团，携带迫击炮等，分路袭击敌人。庐山游击区在整个武汉会战期间，坚持敌后游击战，发挥了相

当的牵制作用，使日军迟迟不能攻占南昌。
[6](p883-886)

 

武汉会战中期，军委会在 9月 16日发布的《武汉会战作战计划》中，进一步指示：“第五战区以大别山、大洪山为作战根

据地，以麻城、黄安为据点，以策应武汉核心之作战”。“第九战区以幕阜山、九宫山为运动战根据地，以武宁、永修、通山、

咸宁为据点，以策应武汉核心作战。”[3](p657) 

在长江以北，从 9月中旬至 11月下旬，第五战区第 5集团军总司令于学忠，亲率第 51军附第 21集团军之 138师合计 3个

师兵力，在平汉铁路东边的大别山地区，阻击、侧击、扰击穿越大别山地区的日军第 13 师团以及第 3、第 10、第 16 师团各一

部，迟滞日军行动，破坏日军运输，成效显著。第 51 军代军长牟中珩（军长于学忠兼任第 5 集团军总司令）划分所辖第 113、

114 两个师的游击区域，命各师组织游击队，分头出击，多有斩获。例如，10 月 3 日夜，第 113 师 673 团第 2 营，在姚岭伏击

日军第 3师团第 6联队的炮兵输送队，击毁敌汽车 10余辆，毙伤敌掩护部队 200余人，毙伤敌马数十匹，缴获敌马 5匹。10月

中旬，第 51军主力奉令向六安、商城间进攻，一度攻占富金山、段家集、何家楼等地的日军据点，切断叶家集至商城公路，破

坏桥梁、电线、公路多处。10 月下旬，第 114 师 679 团奉令协同固始自卫队，向固始北边三河尖方向出击，袭击日军淮河运输

船队；第 113 师主力在叶（家集）商（城）公路南北两侧游击，两师配合，截断日军陆地叶商公路和水上淮河运输，有效策应

了正面作战。[6](p887-893) 

军委会还多次电令第五、九战区之外的其他各战区，发动游击战争，牵制当面日军，以策应武汉会战。例如，8月 1日，蒋

介石指示各战区“希转令所属积极游击，务使我武汉作战有利”。[7](p50)8 月 15 日，蒋介石再次电令各战区：“综合近来情报，

日军确已抽调各方兵力，沿江进窥武汉”；“各战区除以正规作战部队，采取攻势，牵制敌兵外，并应积极游击，遮断敌之水

陆交通，毁敌之辎重，以优势兵力击灭敌小部队，分散敌之兵力，使保卫武汉之作战容易。”[7](p52)9月中旬，蒋介石又指示各战

区“所属各部队，一齐发动，在敌后方破坏交通，截敌辎重，断敌补给，并不断袭击敌人；如敌向我进犯，须坚强抵抗，多方

牵制，以策应第五、第九两战区之作战，摧毁其占领武汉迷梦”。“敌东西抽调，已极疲劳，宜用游击战法，以增加其疲劳程

度；小部之敌则歼灭之，大部之敌则扰袭之，行则截击，驻则扰乱，使敌益陷于困乏；到处牵制，到处打击，使敌原订计划无

法实施，有隙乘机突击，必奏奇效。”[7](p56) 

武汉会战期间，第三战区在京沪、沪杭和长江沿线游击，并派江防炮兵袭击长江日军军舰和运输船舶；第一战区在山东、

豫北、豫东开展敌后游击战；第二战区在晋南发动敌后攻势作战，都对武汉会战起到了重大的配合、牵制作用。 

正是由于军委会“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
[3](p648)

利用武汉外围的山地丘陵、江河湖泊等天然地障，逐次消耗日军进攻的战

略部署；广泛开展游击战，运用阵地战、运动战、游击战相结合的机动灵活的战术指导，使得武汉会战坚持达 5 个月之久，取

得毙伤敌军十余万（包括取得万家岭大捷的局部胜利）的可贵战绩。这跟淞沪会战及南京保卫战那种死战不退，造成巨大伤亡，

最后人、地皆失的呆板阵地防守战术相比，应该说有巨大的进步。游击战术的有效运用，是武汉会战的重要特点和亮点之一。 

四、武汉沦陷前后湖北国民党敌后战场的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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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武汉会战之初的 1938年 6月 8日，军令部在制定《保卫武汉作战计划》时，就曾预先做出武汉沦陷之“尔后游击部署”，

明确要求：“第五战区……应指定八个师以上兵力，在大别山分区设立游击根据地，向安庆、舒桐、六合及豫东皖北方面挺进

游击，尤须积极袭击沿江西进之敌。苏北兵团，应以有力部队向淮南游击，破坏交通。”“第九战区尔后应以四个师以上兵力，

在九宫山建立游击根据地，常川向敌后方游击。”[8](p308-310)此时苏北兵团第 24 集团军辖第 89、57 两个军共 4 个师，加樊菘甫第

46 军 3 个师，合计 7个师；前已述及，大别山尚有 8 个师，九宫山尚有 4 个师。即军委会设想，武汉沦陷后，第五、第九战区

应在大别山（豫鄂皖）、苏北（豫皖苏）、鄂南（湘鄂赣）三个方向共部署至少 19个师 8以上的正规军，用于湖北以及与豫、皖、

苏、湘、赣等省相邻地区的敌后游击作战。 

武汉沦陷前夕，军事委员会和第五战区于 10月中下旬对武汉失守后的湖北国民党敌后战场作了周密、具体的部署。 

先是军令部奉蒋介石手令，指示第五战区：原中央兵团廖磊部改组为苏皖鄂兵团，辖 4 个集团军，“留置商麻公路以东大

别地区任敌后游击战”；其他各兵团向西转移。但主力“各部转移之前，必须留置掩护及前方游击部队，非有命令，不得撤退，

并常需与敌保持接触，以资牵制”。[6](p852-853) 

随后第五战区于 10 月 17 日在武汉东北的麻城宋埠镇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召开高级军事会议，根据军委会的指示，策定了

“三步走”的三期撤退计划。其中前两期是对主力部队交替掩护、逐次西移的安排；第三期则是对武汉沦陷后湖北国民党敌后

战场的部署：战区将主力逐次向平汉铁路以西转移；原“中央兵团各部，应在商麻公路以东之大别山山地游击，尔后兼指挥在

苏、皖边区游击之第二十四集团军，改为苏皖鄂边区兵团”，[6](p855)辖第 21、5、26、24 共 4 个集团军，“留置苏皖边区及大别

山脉游击，以牵制敌之西进”。[6](p853) 

麻城宋埠会议后，第一期撤退计划即开始执行，第五战区各部按照计划，交替掩护，逐步西移。10月 24日，开始执行第二

期撤退计划。10月 26日，中央兵团司令廖磊公布了 10月 17日第五战区制定的第三期撤退计划的内容：“将主力向铁路以西转

移，确保鄂西；一部留置苏皖边区及大别山区，续行游击。”原中央兵团总司令兼第 21集团军总司令廖磊，统一指挥第 21、第

5、第 26 三个集团军，其中原中央兵团在平汉铁路以东向商（城）麻（城）公路以东游击，第 26 集团军之第 10 军向商麻公路

以西游击，掩护主力西撤。[6](p893)廖磊还于 10月 29日半夜 12点补充命令：第 5集团军担任原中央兵团西撤之掩护任务，所辖“各

部队应挑选官兵编组一排（或一连）为一队之轻装游击队，分多路向敌侧背游击”；地方游击队汪宪及顾莹所部，归第 5 集团

军指挥，“担任邓家集、……新店等地区之游击”。[6](p894) 

第 5集团军第 51军 10月 30日晚命令下属“各部……应另选官兵组成一排和一连为一队之便衣轻装游击队，分多路绕至敌

之侧后方施行游击”。
[6](p894)

第 51军便衣游击队，在掩护主力撤退的过程中，多次袭击日军：切断叶（家集）六（安）公路，并

时常袭扰叶商（城）公路和固（始）叶公路，迫使日军向商城收缩；11月上旬，还在淮河南岸先后击沉日艇 10余艘，伤毙日军

100余人。[6](p894-895) 

武汉沦陷后，按照军委会和第五战区的原定计划，第五战区原中央兵团应改名为苏皖鄂边区兵团，原中央兵团总司令廖磊

兼任苏皖鄂边区兵团总司令，指挥第 5（总司令于学忠，东北军，辖第 51军 2个师）、第 21（总司令廖磊（兼），桂军，辖桂系

精锐部队第 7、48 军共 4个师）、第 26（总司令徐源泉，辖第 10 军 2 个师及第 199 师共 3个师，早年是鲁军张宗昌部，北伐时

转投中央军）、第 24（总司令韩德勤，辖 89、57 军共 4 个师，其中第 89军是由江苏省地方保安团升级编成的中央军，第 57 军

是东北军）共计 4 个集团军，分别在大别山区和苏皖边区，坚持敌后游击战。但第 26 集团军后来很快离开大别山，第 24 集团

军一直在苏北，实际在大别山的只有第 21 和第 5 两个集团军。廖磊便调整了计划，于 11 月正式组建第五战区豫鄂皖边区游击

总司令部，廖磊兼任该边区游击总司令，率领第 5和第 21集团军，建立大别山敌后根据地。9 

豫鄂皖边区范围为平汉线以东，津浦线以西，淮河以南，长江以北，以大别山为中心，以豫鄂皖三省边界 22个县城尚未沦

陷的县为核心，包含另 20 个县城已沦陷的各县大部或一部，合计 42 个县的范围，占第五战区辖区面积的 40%。
10[9](p30)

边区北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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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河，南扼长江，向西可威逼平汉铁路，向东可控制津浦和淮南铁路，对武汉、九江、安庆、芜湖乃至南京等沿江敌占重要城

市形成威胁。故廖磊认为：“大敌当前，非保卫江淮，无以屏蔽陇蜀、恢复中原；非巩固大别山脉，无以树立大举反攻之基。”[10] 

1938 年 11 月 16 日，廖磊发布大别山根据地作战计划，方针是：“以扩大战果、消耗敌军战力，策应友军作战，达成持久

抗战之目的，确保皖鄂豫边区，以大别山脉为根据，而行广泛积极之游击，随时随地不断妨害扰袭敌人，相机捕捉敌之一部而

歼灭之。”廖磊划分大别山根据地为核心区和外围地区：以金寨（立煌）、霍山、岳西、英山、麻城、新县之间的大别山腹地为

核心区；以核心区外的桐城、潜山、太湖、宿松、黄梅、广济、浠水、宣化店等为外围地区，并将环形的外围地区划为 4 个分

区，由第 5和第 21集团军以及各游击部队划区分兵把守。例如，第 5集团军并指挥地方游击队负责“第一分区之守备及游击”。

除在外围地区各要口配备必要部队之外，“另以一部分向商麻路北段及六商路择段游击，扫荡残敌，逐次扩大范围”。[6](p895-897)11

月 20 日，第 5 集团军总司令于学忠又划分该集团军活动范围为 4 个游击区域：第 51 军一部担任叶商公路以北、方家集至固始

一线以东地区游击；第三游击支队、第十一游击支队、豫鄂皖边区游击队分别担任另外三区之游击。11 月下旬，日军收缩。第

51军和豫鄂皖边区地方游击队立即收复了商城、潢川、六安等重镇。[6](p897) 

五、武汉沦陷后的湖北国民党敌后战场 

1938年 10月下旬武汉沦陷后，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从这时起直到抗战胜利，在将近七年时间里，国民党在湖

北全省开展了广泛的敌后游击战。湖北的国民党敌后战场，在长江以北主要有大别山、大洪山、桐柏山根据地和江汉平原游击

根据地等，隶属于第五战区；在长江以南主要有第九战区的湘鄂赣边区敌后游击根据地。1944 年底，军委会撤销了第五战区的

豫鄂皖边区总司令部和第一战区的鲁苏皖豫边区总司令部，合并组建了新的第十战区。 

因这一阶段时间较长，部队众多，头绪纷繁，下面分为长江以北的第五战区、长江以南的第九战区、后期的新第十战区三

个部分简述之。 

（一）第五战区湖北敌后战场概况。 

湖北省境内的国民党敌后战场，在长江以北主要有：桂系廖磊（后李品仙）第 21集团军开辟的大别山根据地，川军王缵绪

第 29 集团军开辟的大洪山根据地，中央军汤恩伯第 31 集团军开辟的桐柏山根据地，以及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王劲哉第 128 师开

辟的江汉平原游击根据地。这 4 块根据地，都在鄂东鄂中地区，隶属于李宗仁的第五战区（江汉平原根据地中心区沔阳在汉江

以南，属于后来成立的第六战区的范围，但划归第五战区领导）。其中大别山在平汉铁路之东，大洪山和桐柏山在平汉铁路之西，

按照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说法：“这一时期，我五战区的战略是死守桐柏山、大洪山两据点，以便随时向武汉外围出击，

同时与平汉路东大别山区内的廖磊集团军相呼应，威胁平汉路的交通，使敌人疲于奔命，发挥机动战与游击战的最高效

能。”[11](p558-559) 

武汉会战末期就已开辟的大别山根据地，在 1939年春第 5集团军调往鲁苏战区后，由第 21集团军（廖磊）单独经营。1939

年 5 月，第五战区在随枣会战日军占领钟祥、随县后，留置第 11 集团军（李品仙）所辖的第 39 军（刘和鼎）于大洪山，命其

建设游击根据地。[12](p40-45) 

第五战区于 1940年初冬季攻势结束后，对辖区内的战场态势做了调整，围绕正面战场设立了 4个游击区，由北至南分别为：

位于豫南平汉线东西两侧，以信阳为中心的左集团军游击区；位于鄂北平汉线广水至花园段以西的中央集团游击区；位于平汉

线花园至孝感段以西，包含汉江以东安陆、应城、京山、钟祥的右集团游击区；位于平汉线孝感至汉口段，包含江汉平原天门、

潜江、沙洋等地的江防军游击区。[13](p7 后插图二)这四个游击区，后三块分别以桐柏山、大洪山、江汉平原游击根据地为核心，第一

块与平汉路东的大别山敌后根据地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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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东北的大别山敌后根据地如前所述在 1939 年春以后由第 21 集团军经营，指挥官在廖磊于 1939 年 10 月积劳病逝后由李

品仙接任。该地区在 1938年底武汉、信阳失守后成为半敌后的根据地；1944年春豫南会战以后成为完全敌后的根据地。 

豫鄂边的桐柏山游击根据地由军委会直属机动兵团中央军汤恩伯第 31集团军开辟和建设。在 1938年底信阳、武汉失守后，

尤其是 1940 年宜昌失守后，具有位于正面战场侧后的战略地位；在 1944 年春豫南会战平汉线失守后，成为半敌后的游击根据

地；1945年春豫西鄂北会战后，成为完全敌后的根据地。 

鄂中的大洪山游击根据地初由桂系第 39军开辟，后由右集团川军王缵绪第 29集团军经营。该地在 1939年春钟祥、随县分

别沦陷后，尤其是 1940年 6月宜昌失守后，成为半敌后的游击根据地；1945年春豫西鄂北会战后，成为完全敌后的游击根据地。 

以沔阳为中心，包括天门、监利、潜江等县部分地区的江汉平原游击根据地，由先属于第九战区，后改隶第五战区江防军

所辖、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第 128师王劲哉部等于 1938年底开辟，武汉失守后即处于敌人侧后的战略地位；1939年春夏随枣会战

钟祥、监利失守后，成为严格意义的半敌后游击根据地；1943 年春鄂西会战之初，成为日军的首要进攻目标，128 师部队被打

垮，该地成为完全敌后。这块根据地至鄂西会战时坚持约 5年时间，后由 128师残部和新四军恢复和重建了部分游击根据地。 

位于各敌后游击区、根据地的国民党军队经常担任敌后侧击、游击的作战任务。在 1939年 5月随枣会战、1939年底至 1940

年初冬季攻势、1940年 5至 6月枣宜会战、1941年 1至 2月豫南会战、1943年 2至 6月鄂西会战、1943年秋冬常德会战、1944

年春豫中会战、1945 年春夏豫西鄂北会战等发生在湖北或与湖北相邻地区的诸次正面战场的会战，以及各游击根据地的历次反

扫荡作战中，均发挥了相当的战略作用。 

例如，枣宜会战时，第五战区在 4 月 13 至 14 日开会研讨后制定的作战计划中确定的方针为：“战区以一部取广正面，分

路挺进敌后方，积极施行扰袭；主力适宜控制于后方，相机以先发制敌行动……与敌决战。”指导要领为：“以各集团之长期

破坏队，及各军编组之各种出击队，遵照三月三十日军事委员会对出击队编组、分区及游击实施办法，依划分之区域挺进扰袭。”

如日军沿襄花路西进或沿平汉线北进，左集团汤恩伯第 31 集团军将依托桐柏山根据地，右集团张自忠第 33 集团军和王缵绪第

29集团军将依托大洪山根据地，对日军进行侧击；而大别山的李品仙第 21集团军则向平汉线西进，威胁敌之后方。[13](p12-14)为“发

挥游击军协同正规军作战以争取作战胜利计”，该战区还先后拟制了《豫鄂皖边区游击军协同正规军作战计划》[13](p16-17)《第五

战区调整各集团军游击地区计划》[13](p193-194)等专项计划。在枣宜会战过程中，第五战区正面作战的各集团军在自己的游击区域内

经常向日军展开出击战；位于敌后的豫鄂皖边区第 21集团军全力向平汉路沿线出击和游击；该战区的各游击纵队也发挥了重要

的牵制、策应作用。 

1942年 12月 18日，日本第 11军司令官冢田攻中将（死后被追赠为大将）乘坐的运输机在从南京飞回汉口的途中，于大别

山南麓被豫鄂皖边区第 21集团军第 48军第 138师部队击落，机上 11人全部毙命。冢田是抗战时期被中国敌后部队击毙的最高

职务陆军军官。为此，日军调集 4个师团的兵力，报复性扫荡豫鄂皖边区，在 1943年元旦一度攻占大别山根据地核心、豫鄂皖

边区总司令部所在地立煌县（后撤出），[14](p205-206)可见敌军对该根据地具有很深的敌意。 

（二）第九战区鄂南敌后战场概况。 

在湖北省境内，除了第五战区在长江以北的大别山、桐柏山、大洪山、江汉平原等敌后根据地或游击区之外，还有第九战

区在长江以南的湘鄂赣边区敌后游击根据地。 

早在武汉会战期间，为了在平汉线以东牵制西进的日军，军委会于 1938年 7月在汉口成立了豫鄂湘赣边区游击总指挥部，

任命孔荷宠为总指挥，预设编制为 3个直辖团级支队，官兵共 3000余人，先在汉口开展训练。[15]这可视为设立湘鄂赣游击区的

滥觞。同年 6至 11月，安庆、九江、武汉、岳阳相继沦陷后，湘、鄂、赣三省交界地区成为沦陷区和第九战区的前哨阵地。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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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横跨湘、鄂、赣三省边区：洞庭、鄱阳两湖屏障东西；粤汉、南浔铁路纵贯南北；庐山、岷山、幕阜山（含九宫山），自西而

东，斜列鄂赣边界；九岭山、武功山蜿蜒于幕阜山之南；[16](p5-6)山林茂密，适宜建立游击根据地。军委会在武汉失守之前就曾指

示：“第九战区以九宫山、幕阜山一带为根据地，取积极行动，夹击围攻武汉之敌，同时截断敌后方之联络线。”
[3](p659)

并具体

指示第九战区“应以四个师以上兵力，在九宫山建立游击根据地，常川向敌后方游击”。[3](p662)第九战区遂于同年底在靠近湘鄂

赣边界的江西修水设立了湘鄂赣边区游击总指挥部，以原第 46军军长樊崧甫为总指挥，下辖第 8军、73军共 4个师正规部队和

若干游击部队（例如湘鄂赣边区游击司令孔荷宠，驻鄂南通城崇阳一带，辖 3 个游击支队）。11该指挥部首先在鄂南九宫山建立

游击根据地；随后在赣北庐山建立游击区；江西地方保安团还在庐山之西的岷山建立了游击区。121939年 3月南昌会战期间，第

九战区在湘鄂赣边区建立了 5个游击区：第一区含鄂南鄂赣边的鄂城、大冶、阳新、武宁等县；第二区含鄂南粤汉沿线的武昌、

咸宁、嘉鱼、蒲圻、崇阳、通山等县；第三区含湘北粤汉沿线的临湘、岳阳、湘阴等县；第四区含赣西北修水、铜鼓等县；第

五区含湘东北湘鄂边的通城、平江、浏阳等县。
13
在南昌会战中，各游击区游击部队均发挥了一定的牵制作用。5 月，军委会再

次指示第九战区在湘鄂赣边区广泛建立敌后游击根据地。[17](p165-167)1939年 9月第一次长沙会战前，第九战区湘鄂赣边区主要有 6

个游击区，其中与湖北相关的有 3 个：第三游击区，位于鄂南鄂赣边大冶、阳新、瑞昌一带；第四游击区，位于鄂南粤汉沿线

咸宁、蒲圻以及通山、崇阳一带；第五游击区，位于湘鄂边粤汉沿线崇阳、岳阳、临湘之间。14 

1940年 4月，第九战区制定了详细的《湘鄂赣边区工作计划》，决定为“威胁敌伪盘踞之战略要地，与牵涉其大兵团之运用，

并造成将来战略上反攻的基础，于湘鄂赣边区建立坚良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以利全面抗战”。其任务是“随时以有力之部

队，向东截断南浔路，控制鄱阳湖，袭击南昌、九江；西北截断粤汉路北段，威胁武汉，巩卫长沙，以使其他战区作战容易”。

要求“选定优越地域，建立主、支游击根据地，以发动深广、强劲、活跃之游击战，而策应正规战之战胜攻取。”具体来说，

“选定幕阜山主、支各系山脉绵延地域，建立主、副、预备等游击根据地”，“确保赣西、湘北，形成战略上反攻之基础”。[18](p20-50)

此时的第九战区湘鄂赣边区游击区范围包括：“永修、武宁、平江、湘阴各县（含）以北，鄱阳湖（不含）以西，洞庭湖（不

含）以东，长江（不含）以南地区”，以幕阜山为中心，包含九宫山、庐山、岷山等山岳地带。该边区设游击总指挥部，在边

区内再划分若干小的游击区；每区设一名游击指挥官，指挥在该区内活动的各游击队。[19](p7)各游击区与上文所述 1939年 9月的

分区情况大致相同。 

在 1939 年春南昌会战、1941 年秋第二次长沙会战、1942 年冬第三次长沙会战、1944 年夏长衡会战等诸次战役中，第九战

区湘鄂赣边区正规军和游击队主动出击，积极配合，发挥了一定的战略牵制作用。 

（三）第十战区的设立和抗战后期湖北国民党敌后战场概况。 

1944 年春夏之交的豫中会战后，河南境内的平汉线被日军打通，第五战区位于平汉线以东的豫鄂皖边区与平汉线以西的战

区司令长官部之间的陆路联系被切断。又鉴于鲁苏战区 1943年就名存实亡，1944年 5月明令撤销；冀察战区也早就名不符实；

第一战区鲁苏豫皖边区又随 1944年秋汤恩伯的南调而名存实亡，国民党华北、华中敌后战场在抗战后期受到很大削弱。军事委

员会便于 1944年 12月 28日做出决定：撤销原第五战区豫鄂皖边区，以该地为中心，将平汉路以东第一与第五两战区原辖区域

合并，设立第十战区。151945年 1月 1日下达委任状和作战序列，1月 12日正式成立司令长官部，所辖部队初为第 21（李品仙）

和第 15（何柱国）两个集团军，原鲁苏战区撤往皖北的第 51 军，以及各游击部队；1 月 23 日又增辖第 19 集团军（陈大庆）；

合计 3个集团军，以及山东、苏北、豫东、鄂东各地的游击部队。原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豫鄂皖边区总司令兼第 21集团军总

司令、安徽省主席李品仙升任第十战区司令长官（仍兼任第 21集团军总司令）；第 15集团军总司令何柱国、山东挺进军总指挥

牟中珩、江苏挺进军总指挥兼江苏省主席王懋功、苏北特别行政区主任兼长江下游挺进军总指挥李明扬四人升任副司令长官。
16

司令长官部仍在李品仙的豫鄂皖边区安徽立煌（金寨）县，另在豫皖苏边区安徽临泉设指挥所，统一指挥以大别山和黄泛区为

中心的中原广大敌后地区的游击战，直到抗战胜利。17 

第十战区辖区为“平汉线以东，[老]黄河以南，长江以北”，包括原第五战区豫鄂皖边区、第一战区鲁苏豫皖边区和原鲁

苏战区全部，面积约占关内全部沦陷区的三分之一，超过调整后的第一、第五两个战区总面积之和。该战区南拊第三、九战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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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衔冀察战区，18西屏第一、五战区，在地理上位于中国沦陷区的中部，并紧邻沦陷区的日伪政治中心宁沪杭地区，战略地位重

要。它是继鲁苏和冀察战区之后成立的辖区全部在敌后的游击战区，其所辖正规军多达 3个集团军 7个军 16个师零 2个旅，约

20万人，还有大量的游击部队（游击部队中包含不少师、旅建制）。该战区的设立是国民党在抗战后期力图振兴敌后战场的重要

标志，也是国民党敌后游击战在抗战后期仍有所发展的表现之一。 

在 1945年 3月下旬至 5月上旬的豫西鄂北会战中，作为主战场的第五和第一战区，正规军和游击部队协同作战，在会战中

多次采用侧击日军和袭击日军敌后交通的游击战术。[20](p39-78)但该次会战的结果，仍是豫西、鄂北大片沦陷，大洪山、桐柏山也

成为被敌人四面包围的完全敌后。第五战区新任司令长官刘峙在会战结束时的 5 月 5 日，做出依托大洪山、桐柏山等根据地继

续开展敌后游击战的部署：“第六十九军（附第三、第六、第九挺进纵队）归本部直接指挥，以大洪山为根据地，任平汉路以

西，襄河以北、以东，朱家集、枣阳、随县、应山、广水以南，对敌各据点及交通线之攻击。杜大忠所部第七挺进纵队及第五

十五军之第七十四师，归本部直接指挥，以桐柏山为根据地，任邓县、南阳、方城、舞阳、漯河之线以南，平汉线以西，白河

以东，朱家集、枣阳、随县、应山、广水之线以北，对敌各据点及交通线之攻击。”[20](p95-96) 

豫西鄂北会战中，最耀眼的游击战发生在第十战区。3 月 22 日，军委会先是拟定了《第六、第十战区策应第五战区作战指

导要领》，又于同日和翌日连续致电第十战区，指示第十战区应派 3至 5个师兵力，分别在平汉线漯河、遂平间和信阳以南地区，

对日军进行牵制性攻击。[20](p124)第十战区临泉指挥所主任何柱国，统一指挥泛东区的第 19 集团军、第 15 集团军及第 51 军各一

部；另设立豫南挺进军指挥部，由张轸任总指挥，指挥第 13、14、15、20共 4个挺进纵队；第十战区司令长官部则直接指挥豫

鄂皖地区的第 21集团军第 7军和第 84军各一部，发动敌后策应游击战。[20](p125-126)第十战区策应豫西鄂北会战的游击战，合计正

规军全程参战者有 2 个师另 1 个团，游击队 6 个纵队，短时参战者还有正规军 4 个师 1 个旅；共击毙日伪军 500 余人，击伤日

伪军 700余人，生俘日本军士 1人、伪军 14人，炸毁桥梁、火车，破坏铁路及通信设施多处，完全占领或一度攻入上蔡、汝南、

正阳、遂平、泌阳等县城，另攻击小据点数十处，战绩显著。
[20](p123-132)

 

六、全面抗战时期湖北国民党敌后战场的特点及其评价 

（一）湖北国民党敌后战场的特点。 

全面抗战时期的国民党湖北敌后战场，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兵力雄厚，拥有以正规军为主的武装力量。以大别山、桐柏山、大洪山、九宫山、江汉平原等游击区、根据地为核

心的湖北国民党敌后战场承担游击任务的部队，拥有以正规军为主、以游击队为辅的武装力量结构。与第三战区敌后国民党游

击队和正规军各占一半，以及海南岛国民党敌后根据地全部是游击队的结构，具有显著差异。湖北国民党敌后部队常年维持 10

余万的正规军（最多的年份达 20 余万）和数万至 10 余万的游击队，不仅人数众多，而且拥有正规化的编制和装备；不仅能打

游击战和运动战，也能打阵地守备战甚至攻坚战，从而能够有效地攻击敌人，保卫根据地。例如，大别山根据地的核心安徽立

煌（金寨）县城，尽管多次遭到日伪军进攻，但除了 1943年元旦那天短暂失守之外，一直被国民党军队牢固防守。 

第二，根据地、游击区地域广大，并重视根据地建设。从鄂北、鄂东、鄂中到鄂南，上述五块大根据地和其他小块的零散

游击区，星罗棋布。据笔者估算，湖北国民党敌后游击区、根据地面积约占湖北省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占湖北省沦陷区面积的

70%以上，可谓地域广大。各根据地均很重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等各方面的建设。以大别山根据地的后勤建

设为例：在武汉失守之前，国民党军队即开始抢运粮弹囤积于大别山，并抢修工事；武汉沦陷以后，又突击几个月，赶建营房、

仓库，修筑路障、据点，修建通讯网和交通线等，使该根据地的物资储备和各类防守的工事据点，均比较充分和完备，[21](p99-101)

为以后该根据地的长期坚守奠定了较好的物质基础。再以该根据地的文化教育建设为例，豫鄂皖边区在立煌县创办政治学院 1

所（三年制，相当于大专），还规定“保办国民小学，乡（镇）办国民中心小学，县办初级中学，高中及高中以上之专科学校由

省办理。国民基础教育，一律免费”。
[14](p196)

在大别山根据地和鄂东游击区，还分别创办有报纸、杂志、出版社、印刷厂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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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抗战文化宣传工作。[22](p30) 

第三，持久作战，地位重要，作用显著。从武汉沦陷后开始，除第 128 师的沔阳根据地只坚持了 5 年以外，湖北国民党敌

后根据地的主体均坚持到抗战胜利；不像华北、华中其他地区的国民党敌后根据地那样中途夭折。前已述及在配合诸次正面战

场的会战和各游击根据地的反扫荡作战中，各游击区、根据地均发挥了一定的战略作用。尤其是大别山根据地长期发挥独立的

战略作用。因此 1945 年初正式成立的第十战区，虽然完全位于敌后，但其指挥机关没有如 1939 年初设立的敌后游击战区冀察

战区和鲁苏战区那样仅定为总司令级，而是和其他非完全敌后的战区一样设立司令长官部，反映了军事委员会也认可该战区的

重要战略作用。抗战胜利后，第十战区司令长官李品仙担任蚌埠地区受降官，是以敌后战场主官身份出任受降官的唯一将领。

这既是坚持敌后抗战的广大国民党官兵的代表和荣耀，也是军委会对国民党敌后战场作用的认可。 

（二）湖北国共两党敌后战场的关系。 

第一，国民党湖北敌后战场具有抗日和反共的两重性。国共两党都在湖北开辟了敌后战场。双方的根据地 1939年以后有时

犬牙交错，19难免产生摩擦。毋庸讳言，国民党敌后部队既打日伪，又和共产党新四军闹摩擦；他们的驻防，既有防日伪的目的，

也有防中共的目的。也就是说：国民党的敌后战场既有抗日的一面，又有反共的一面，具有两重性。湖北国民党敌后战场以正

规军为主体，湖北共产党敌后战场开始没有正规军，人数也比较少，且湖北沦陷初期在敌后发展的空间很大，故国共双方的军

队都力避冲突，各自向不同方向发展，所以在武汉会战之前、期间和武汉沦陷后初期，国共敌后部队尚无明显冲突，国民党敌

后作战的两重性尚不明显。武汉沦陷后大约一年，国民党游击部队和新四军以及中共抗日游击队逐渐产生了矛盾和冲突。1939

年秋，曾发生过鄂东“夏家山事件”和豫南“竹沟事件”；1942 年 4 月以后，第五战区曾对鄂豫边的新四军发动过较大规模的

“清剿”行动。两重性是国民党敌后战场的基本特征；国共在敌后存在冲突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第二，湖北国民党敌后战场抗日的一面始终占主导地位。国民党敌后战场的两重性，尤其是其反共性的一面，是以往引起

我们诟病的主要原因，但笔者认为，不应该否认他们在敌后有抗日的一面。湖北国民党的敌后战场，从总体来看，是以抗日的

一面为主导的，具体表现在前述国民党敌后部队的多次抗日游击作战。从数量上看，他们与日伪军作战极多，跟新四军摩擦极

少，否则就不能解释日伪军为什么会对大别山、大洪山、桐柏山、第 128 师江汉平原等湖北国民党敌后根据地进行多次围剿与

扫荡。 

第三，湖北国共两党的敌后战场也具有相互支援、相互配合的关系。湖北国共两党的敌后战场除有前述相互冲突、摩擦的

关系之外，还有相互支援、配合的关系。在抗战初期国共尚无明显冲突矛盾的时候，国共两党敌后游击部队经常展开战役战斗

层面的直接配合。在后期国共两党已发生摩擦后，仍具有战略配合的关系。例如 1939年春随枣会战、1940年春枣宜会战、1941

年初豫南会战中，新四军豫鄂挺进支队曾对第五战区部队主动出援，发挥了直接的战役配合作用。1943 年春鄂西会战中，新四

军第五师也曾和第六战区部队进行战略配合。即便在日军扫荡时国共两党未做战役配合，但因为分别牵制着当面之敌，实际上

减轻了对方的负担，在客观上仍发挥了一定的战略支持作用。在日伪军没有大规模作战行动时，国共两党的敌后根据地及敌后

部队也同样具有唇亡齿寒的战略配合作用。这也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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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新四军第五师及鄂豫边根据地的通史类代表作有 2本：1.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新四军第五师抗日战争史稿》（武

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 年）；2.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史稿》（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

年）。研究湖北抗战史的通史类代表作有 3 本：1.敖文蔚主编：《湖北抗日战争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 年）；2.刘宗

武：《湖北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第 3卷抗日战争时期》（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3.田子渝、黄华文：《湖北通史·民

国卷》（该丛书主编章开沅等，该卷抗战部分作者黄华文，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年）。这 3 本代表作中，敖文蔚主

编的书，对湖北国民党敌后战场问题有一定的关注。但对武汉会战前及会战期间的湖北国民党游击战部署和实践基本没有提及，

对武汉沦陷后的湖北国民党敌后战场整体研究比较粗糙和简略，存在一些缺漏。其他研究武汉抗战和湖北抗战的论著，对湖北

国民党敌后战场问题的研究水平均不及敖著，基本上是一笔带过，甚至只字不提。相关研究论文和各类专题研究著作等，汗牛

充栋，不胜枚举，暂不赘述。 

2 笔者对深远敌后和浅敌后的划分，参考了毛泽东所说四面被敌包围和三面被敌包围两种类型。详见毛泽东：《抗日游击战

争的战略问题》（1938年 5月），见《毛泽东选集（第 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 424页。 

3这五种战术是：攻势防御；步步为营；固守不退；注重游击；军民合一。前三种主要是正面作战的战术，而后两种主要用

于敌后作战。参见蒋介石：《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1934年 7月 20日）。该演讲词 1938年 2月 5日公开发表于《中央日报》（武

汉）等国内大报。又见秦孝仪：《“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 12》，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第

325—326页。 

4此处“第三期”，实指抗战第一期第三阶段，即 1938年 6月初至 11月底（徐州会战后至武汉会战结束）。 

5这份文件是手稿，没有注明拟定时间。第二历史档案馆的编研者判定为“1938 年？月？日”。笔者认为更可能是 1937年

12月下旬。因为该文件建议在湖北成立一个预备战区，显然就是后来成立的武汉卫戍区。而武汉卫戍区是 1938年 1月成立的（参

见何智霖编：《陈诚回忆录·抗日战争（上）》，台北：“国史馆”，2004年，第 80页；郭卿友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军政职官志》，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632 页），所以这份文件的拟制时间应早于 1938年 1 月。故笔者采用 12 月 13 日制定《第

三期作战计划》“此后不久”的时间描述。 

6以上两条军委会命令，转引自王平编著：《抗战八年（上）》，原作 1966年出版，收入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

71辑》（第 705册），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4年，第 92、93页。 

7《第五战区第三号作战命令》（1938年 2月 3日），见《抗日战史·徐州会战（一）》，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1

年，第 18页。另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年，第 641—642页。两种史料内容一致，但详略和文字表述稍有差异。据笔者在二档馆看到的该命令电文稿原件，大意相同，

但文字与该两文件又略有出入；且档案原件无标点符号，该两文件的标点符号，都是各书的编辑者自行断句的。笔者为了使读

者更容易理解文件内容，使用现代标点符号重新断句，增加了分号和句号等（上下同）。 

8蒋介石在审阅军令部计划时，将第五战区的“八个师”改为“十二个师”。即蒋介石希望武汉沦陷后，第五、第九战区能

留置 23 个师以上正规军坚持湖北及相邻地区的敌后游击作战。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 661页。 

9各军来源，见刘凤翰：《抗战时期国军扩展与作战》，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室，2004年，第 67—71页。廖磊兵团之

序列，见《抗日战史·武汉会战（十）》，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1年，正文第 883页前之第四篇第 13章第 6节插表

第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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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该边区核心区域计有：豫南的潢川、罗山、固始、商城、光山、新县等 6 县；鄂东的麻城、罗田、英山、广济、黄梅、

浠水、蕲春等 7县；皖西的六安、霍山、岳西、太湖、潜山、金寨、霍邱等县。 

11参见《抗日战史·南昌会战（一）》，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1年，正文第 6页后，第四篇第十五章第一节插

表第二其二（图表页无页码）。 

12 据军令部《第十八次陆军战斗序列表》（1939 年 1 月 30 日），转引自《抗日战史·南昌会战（一）》，台北：“国防部”

史政编译局，1981年，正文第 6页后，第四篇第十五章第一节插表第二其一。 

13以上均参见《第九战区游击部队兵力地区表》（1938年 12月 17日），见《抗日战史·南昌会战（一）》，台北：“国防部”

史政编译局，1981年，第 20页后，第十五章第三节插表第七。 

14参见《抗日战史·第一次长沙会战》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1年，第 4-5页；第 8页后，第四篇第十七章第

一节插图第一。 

15《军委会之亥俭电》（1944 年 12 月 28 日），转引自《第十战区司令长官部作战机密日记》，1945 年 1 月 1 日。见中国第

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机密作战日记（下）》，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年，第 1940、1941页。 

16参见《第十战区司令长官部作战机密日记》1945年 1月 1日、15日、25日等。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

国民党军机密作战日记（下）》，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年，第 1940-1942页。 

17本段除另注之外，还参考了李品仙：《李品仙回忆录》，台北：中外图书出版社，1975年，第 218-223页；黎民兴等：《第

十战区纪念册》，蚌埠：第十战区政治部印行，1946年，第 83-96页；《抗日战史·豫西鄂北会战》，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

局，1981年，第 6-7、123页。 

18参见李品仙：《李品仙回忆录》，台北：中外图书出版社，1975年，第 218页；《抗日战史·豫西鄂北会战》，台北：“国

防部”史政编译局，1981年，第 123页。 

19例如大别山，既是国民党第 21集团军的根据地，也是新四军第五师的根据地。国民党军在大别山的东北，新四军在大别

山的西南，国、共根据地面积比大约是 3:1。 


